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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理论·学术研究·当代批评
李祥林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室，四川 成都610031）

摘要：兴起于现代并以人文关怀为深刻背景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 )，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学术批评的新视角，正越来越为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所重视，尤其给当代中国学术批评以深刻启示。性别研究填补了传统学术中忽视性别问题和性别作用所造成的性别批评的空缺，性别理论不断推动着当代人反思历史和检讨现实，体现出空前的学术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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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国学者指出，如果每个时代都有其学术主题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就是性别研究，它“关系到思想、艺术、诗歌和语言等方面一个新纪元的诞生，那就是，创造一种崭新的诗学”。〔1〕兴起于现代并以人文关怀为深刻背景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或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和新的批评视角，越来越为当代学术所重视，尤其在哲学、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学科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
一
反观人类历史，性别问题作为社会存在久已有之，但作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并得到系统探讨，则起步甚迟。以文学艺术为例，由于数千年男性本位的父权制(patriarchy)或“菲勒斯中心”(phallo centrism)话语的遮蔽，该领域中无论生产主体的性别差异还是作品形象的性别构成，以及关涉性别问题的种种审美和文化机制，长期不曾被在性别研究意义上作为重点对象或主要维度纳入批评家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和法国作家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问世，为清算男性中心话语文本里的性别岐视问题和研究女性文学传统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大洋彼岸凯特·米利特博士1969年出版的《性的政治》，更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张扬出文学批评的新视角。标志女权主义文论成熟的该书，以劳伦斯、热奈特等名家为批评对象，开宗明义就指出，较之民族间、阶级间的冲突，两性间的冲突虽不像国家间的杀戮那样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但其远更持久，也从未止息，并且与人类历史相始终。遗憾的是，在数千年男性中心的视域中，当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不断被历史所强化并愈演愈烈时，普遍存在的性别冲突却普遍被世人忽略。归根结底，性与性别都是关乎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之一，对其没理由视而不见。在历史跨入人文进步的今天，对文艺领域中的性别问题进行学术清算，已成为必然。就这样，在有识者的积极倡导下，性别问题走上前台，人们再不能固守成见而将性别批评拒之门外。
性别理论”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而来，成为显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美国学者肖瓦特对女性主义批评演进史的描述，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妇女写作的评论，采用的是有遮蔽女性之嫌的“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 );60年代末，产生了批判男性文化和颂扬女性文化的“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70年代中、后期，有专注于女性文学传统的“妇女批评”(gynocritics)以及影响颇大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出现；及至80年代，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对“*gender”一词中的选中，也就是对性别的社会性质的格外关注，在70年代已见。1975年，密执根大学一位名叫盖尔·鲁宾的研究生在《妇女交易：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收入雷纳·R·赖特主编的《走向妇女人类学》)中就提出：心理学家提示了无意识的存在，人类学家分析了我们的血缘关系，妇女研究的任务应该证明社会是怎样造就了男、女两性的性别(gender)而这“gender”乃是性(sex)的社会关系的产物。美国当代妇女研究的开拓者琼·凯利———加多;1976年在《标志》上发表文章亦说：“性别关系如同阶级和种族，是社会而不仅是自然所形成的”，“任何对社会制度的研究都应包括对社会制度所塑造并蕴藏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2〕性别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女性主义批语史的自省和反思。它不再仅仅是从妇女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单向度地限定在“妇女”身上，而是放开眼界和胸襟，从男、女两性关系入手，着重探讨这种主要是由社会性而非生物性决定的性别关系。即是说，由于把男性研究也纳入视野中，坦然承认对男、女两性的界定是互为参照的，有着更大学术包容性的性别理论也就是允诺着“一个更为中立和客观”的学术视角。这视角要比集中研究“妇女”更容易被人接受，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琼·W·斯科特所指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性别理论就此减弱其学术批判精神。事实上，当代性别理论揭露伪装中立或所谓超性别的文本和话语中潜隐的性别因素，反对抹平性别差异的所谓平等，在此基础上一如既往地倡导男女平权，既注重对传统男权中心社会里性别岐视的清算，又注重对历史上失落已久的女性权益的伸张。也就是说，在它“强调所有写作，不只是妇女写作，都带有性别”的同时，“‘性别’这一术语同‘种族’一样质疑占主导地位的成份”，〔3〕其学术锐气依然逼人眼目。
“性别”在英文中是用两个单词来表示的，即“sex”和“*gender”，前者主要从生理角度强调性别的生物性、本能性，后者更注重从文化角度强调性别的社会性、文化性。前述盖尔·鲁宾在论文中提出的“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即已涉及二者的区别与关联。中国学术界为了区分二者，将前者译为“性，作为生物的构成，指的是生来俱有的男女生物属性”，而将后者译为“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4〕实质上，外延更宽的“*gender”也兼含生物性差异在内。在当今学术界所认同的使用中，“性别”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指社会性别，也就是男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特征与角色。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构成了社会结构与功能体系中具有文化意义的性别关系，无论从纵向历史生成还是从横向社会构成看，这种以社会性为主的性别关系都是文化的产物，并反过来又给文化以巨大影响。用肖瓦特的话说，“如同‘种族’或‘阶级’一样，‘性别’在所有人类经验中是根本抑或生物的社会变形”，〔3〕是在天然生物性基础上更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历史中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其跟社会、文化和心理的结构息息相关。这种超越生物性层面的社会学取向，决定了性别理论对影响性别的非生物性因素的重要性的格外强调；既然性别同文化一样是人类建构的产物，那么该理论所提出的实际上是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论。琼·W·斯科特在《美国历史评论》1986年第5期上发表的《性别：历史分析的应用范畴》一文，就把性别分析视为历史概念，认为其理论目的有三：一是在性别差异的讨论中用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生理决定论，二是在具体学科领域中引进对女人和男人的比较研究，三是把性别作为分析范畴而改变学科范例。惟此，性别理论选择“gender ”作为核心，立足现代人文关怀，着眼于性别差异研究，关注权力话语下的性别压抑问题，努力从性别视角(gender perspective)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叙述方式等问题，从而发展出一套性别诗学。
二
性别问题在人类学领域受到重视较早。以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的专著《母权论》问世为标志，接踵而来的有《原始人与性的研究》（恩斯特·克劳利）、《人类婚姻史》（韦斯特马克）、《母亲：情操和制度的起源研究》（布里福特）、《两性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性别与气质》（马格丽特·米德）等力作为学术界熟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性别是由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在这方面，直接关涉“gender ”的重要著作有卡罗·麦克科马克和马丽灵·斯特拉杉著《自然、文化与性别》（1980）、珍妮·库丽尔和希尔维亚·雅纳基萨科编《性别与亲属》（1987）、萨德拉·摩根编《性别与人性学》（1989）、培基·萨德和露丝·古德依纳夫著《超越第二性：人类学中有关性别研究的新趋向》（1990）、米卡拉·特李欧纳多著《站在知识交叉点上的性别：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人类学》（1991），等等。这些著作就母亲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关系等展开研究，并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分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和权力等与男性的差别，从多方面论述了性别的文化建构和历史建构，指出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组合以及生产方式变化中与阶级、种族和族群等都有着密切关系。如今，性别理论可以说是深入到人类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语言人类学方面，探讨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以及运用权力的关系；考古人类学方面，考察史前人类生活中性别的社会文化关系是如何产生的；社会人类学方面，研究亲属制度与性别角色、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总之，过去20多年，人类学界由于性别理论的自觉运用，不断把新的研究成果推到我们面前。
随着性别理论在当代文、史、哲等人文科学领域被广泛用，自然科学中的性别问题也受到关注。“女性主义对性别理论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学批评，它也很重视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性别理论。”〔3〕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芙琳·福克斯·凯勒在《反思性别与科学》(1985年)中，就曾分析性别意识形态在调节科学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该书连同她另一著作《生的秘密，死的秘密：论语言、性别与科学》（1992）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影响巨大。女性主义科学批评不但大量采用“gender”概念，并且开始调查和反思科学话语中若干基本理论观点的性别轨迹，分析阻碍女性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原因，由此发现，历史上流行着一种建立在两性等级制上的二分法，即把理性与情感、智慧与自然、客观与主观、公众与私人等等对立起来，并在一种隐喻结构中将前者归结为男性的而后者归结为女性的。然而，这种把客观性、理性、智慧归为男性的而把主观性、情感、自然归为女性的两分法很值得得质疑，因为它实质上根据男权文化中的性别预设观念，把女性排斥在了科学殿堂之外，其底蕴中含有性别不平等因素。如凯勒指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区别、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的区别、工作与家庭的区别日益突出，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科学极力促成了智慧与自然、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的分裂。随着女性逐渐失去了其特征，现代科学产生了一种变质的、世俗化的机械自然观念。……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是与女性化的事物相对立的，所以，现代科学对自然和女性心有余悸。”今天，这种主流科学的男性化倾向务必扭转，以“男性思维”定位认知才能的性别偏见务必打破，科学本该是“男性和女性施展各自认知才能的领域”。〔4〕性别理论的运用，使女性主义的科学批评不同凡响。
由于性别理论所蕴涵的学术潜力，近20年来它取得了长足的进展，“gender ”的概念如今进而扩展到发展研究领域，于是在世界论坛上，继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简写WID)及“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简写WAD之)后，又有了90年代的“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简写GAD)。早在:1989年，卡罗琳·摩塞在她发表的《第三世界的性别计划：满足实用性和战略性性别需要》一文当中，便就如何引“gender 入妇女与展课题中进行了论述。:1992年，思特加特、摩塞、杨和怀特海德等共同撰写了《性别与发展：实践指南》，文中就性别、统计、农业、就业、住房、交通、健康、家庭资源管理及实践操作这九个方面对性别与发展理论作出了全面阐述；1993《性别计划与发展：理论、实践与培训》问世，书中系统阐述了性别计划的理论和方法，该书由此成为90后性别与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关于性别与发展理论的要点，凯特·杨归结为6点：（1）并不就妇女问题而谈妇女问题，而是关注性别关系，也就是在不同条件下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2）它把妇女视为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发展的接受者，但是并不假设妇女对她们的社会地位有着全面的知识和理解；（3）该理论具有整体观，它从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去理解社会某一方面的构型；（4）发展被看作是个人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的复杂过程；（5）该理论并不认为福利、反贫困或者平等是三个相对立的不同选择；（6）战略上，WID注妇女作为个体或集体对现金收入的获得(常通过市场)，而GAD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不抱积极态度。此外，WID展需要组织起来以利于在经济系统中讨价还价，GAD组织，但更关心通过组织提高妇女的政治权力。〔6〕
三
不可否认，性别意识觉醒，女权或女权主义（feminism）地摆上当今中国议事日程并为我们所不可回避，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事。检视百年中国现代史可知，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作背景和基础，以妇女为中心的潮流式系统化批评理论在我们这东方古老国度缺乏产生的历史文化土壤，其在神州大地上登台亮相并逐渐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乃是女权或女性主义理论自西向东传入的结果。走出噩梦般的十年“文革”，随着清算封建意识的旗帜在中华大地上再度高高张起，人们对政治上失误造成的诸多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的反思步步深入，性别意识也在人文思潮的激励下空前激活，新时期文学艺术对女性人生的关注和对性别问题的反思由此走在了当时思想文化大讨论的前列。自80年代初拉开对西方相关作品的译介帷幕，“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 ）“性别诗学”（Poetics of gender）进入国人的学术视野中；特别是95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对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更是有力的刺激和推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中，着眼中国社会历史的综合性论著《性别与中国》（1994）与《阳刚与阴柔的变秦》（1995）《性另诗学》（1999）等等先后出版，由此建构起一道不断壮大的学术风景线。性别理论的兴起扭转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缺席的局面，为现代人提供了反思历史和检讨现实的新视角，这给当代中国学术批评注入了极大活力。

文学研究方面，由中国学者撰写的、针对本土话题的论著相继问世，如孟悦等的《浮出历史地表》（1989）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1989）乔以钢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1993）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1995）

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1995）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等等，这些著作已为读者所熟悉。数年前，出自对本土戏曲领域性别批评缺乏之现状的不满，笔者在国内率先从学科角度明确提出“戏曲性别文化学”、“戏曲性别文化研究”的概念，并围绕此课题在《戏剧》、《剧本》、《中国戏剧》、《戏剧艺术》、《中国京剧》、《当代戏剧》、《东方丛刊》、《艺术广角》、《民族艺术》、《广东艺术》、《上海艺术家》、《成都大学学报》、《民族艺术研究》等国内20多家学术和专业刊物上发表了30多万字论文。为此，《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特地刊发了廖明君的专访文章《性别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戏剧研究———李祥林访谈录》，对笔者做此课题的动机、理念、方法及影响作了较详评介，称此研究“带有明显的文化反思性质”、“把一个老题做出了新意，为大家提供了‘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给人以启发”、“让人有别开生面之感”。在此基础上笔者推出了20多万字专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2001），从戏曲艺术和性别文化的结合部切入，借鉴性别诗学、原型理论及比较方法，就性别文化对东方戏曲的深刻影响、东方戏曲对性别文化的丰富表现以及二者的历史生成、互动关系、话语特征等展开广泛深入探讨，并在理性的人文阐释中体现出现代批判精神。该书被同行称为“第一部用当代文艺思潮中性别文化观点研究中国戏曲艺术的”专著，〔7〕具有“另辟蹊径的视角”、“别开天地的方法”、“非同凡响的阐释”而堪称“戏曲研究的开拓创新”，是“用现代意识炽照民族艺术的新成果”。〔8〕〔9〕而据学术界同仁告知，目前国内大学中有的戏剧学研究生，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学位论文题目选在这方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意识地借鉴性别理论检讨中国传统艺术，也体现在书画研究上。有人在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史时，谈到90年代以来对古代非主流美术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对少数民族美术史、地区美术史与女性美术史的投入”，并提及1996年在北京举办的《古代女画家作品展》。〔10〕著作方面，具开创之功的是陶咏白等撰写的《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该书法家2000年6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旨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的该书，在导言中就开宗明义：“以性别观念研究绘画史，作为一种立场，一个角度，一种方法，这是与传统绘画史不尽相同的领域，其中也包含着对传统绘画史的僭越和颠覆。”这就是说，该书既是对历史上被遮蔽和被放逐的“女性绘画”的勾沉辑要以使之浮出历史地表，也是对男性中心的传统绘画史观的质疑的反思。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古代，从史前到清代，依时序进行纵向梳理；下篇为现代，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按画家及活动作横向透析。在此纵横观照中，该书向读者展示出了一部“以女性从‘非人’到‘人’的觉醒进而到‘女性’的觉醒为主线串联起来”的中国女性绘画发展史。除了史的发掘，廖霁的《女性艺术———女性主义作为方式》（1999，吉林美术出版社）则把检讨重心放在对当代大众美术中的性别问题上，该书被列入“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而在书法领域，受时风感染，也有人提出从“性差”或文艺性学角度看中国书法，主张“将女权主义文艺观引入书法研究中，冲一冲历久积淀的男性本位的书法意识”〔11〕总而言之，作为当代批评的性别理论进入不同领域有先有后，但整体上是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本土文学艺术研究向纵深拓展。

声名日彰的性别理论给当代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注入了极大活力，无论就自身内涵建构还是就外在空间拓展而言，其学术前景都是看好的。与此同时，又不能不指出，尽管性别分析填补了传统学术中对于性别问题和性别作用的忽视所造成的性别批评的缺席，尽管性别理论为现代人提供了反思历史和检讨现实的新视角，但并不等于说它就能取代其他所有的视角，要防止那种将性别关系视为社会关系之全部的“性别万能”的偏激观点。正如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女性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刘思谦2002年4 月12日致笔者的信中所言：“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性别是人的一种属性，一种先天的生理属性和后天的文化心理构成，从性别视角切入文学文本，便会发现一些用别的视角所无法发现的文本内涵。性别之于文学研究，不是世界观、历史观，不是理论框架，更不是价值尺度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分析范畴，一个阅读和分析视角，在具体操作中还必须注重综合性与超越性，才能避免唯性别论和性别决定论，而唯性别论和性别决定论从思维方式来看不过是过去的唯阶级论和阶级决定论的翻版而已。”性别关系固然是人类社会中最恒久的关系，但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从语境化角度看，人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在一个存在着种族、地域、济和文化分层的社会中，没有单纯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处在具体的种族、地域、经济和文化关系中的男人和女人。非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会产生不同的性别模式，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下，性别模式也会由于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等因素的相异而呈现千差万别。既然如此，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分析，就只有在全面综合性别、种族、地域、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中才能得到透彻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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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Theory , Academic Research and Modern Criticism

LI Xiang- lin

(Sichuan provincial Chuan Opera Arts Research Institute , Chen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 The gender theory or gender study arising in the modern times and with the humanistic care as its deep background ,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new concept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 new angle of academic criticism ,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philosophy , historical science , law science , art science ,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given the deep enlightenment to the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riticism .The gender study haw bridged the gap of gender criticism caused by neglect of gender problems and gender func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 The gender theory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modern people to reflect history and self criticize the reality , showing the unprecedented academic v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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